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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力水平还是文化表现？ 
——尼安德特人与现代人文化精致程度差异研究述评

张 萌
美国新墨西哥大学人类学系，阿尔伯克基  87131

摘要：尼安德特人和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在文化精致程度上的区别已经争论了很长时间，考古学者希

望能得出一个确定的答案，两个假设应运而生：智力水平（尼人不能发展出精致的文化）与文化表现（尼

人不需要发展出精致程度较高的文化）。古人类与考古材料显示智力水平假设有缺陷：尼人的基因进入

了现代人的基因库中，而且他们有能力学习现代人的技术，在“过渡工业”的材料中可以找到相关证据；

与此同时，至今还未找到关系到智力水平的大脑结构证据证明尼人智力水平不如现代人。检验文化表现

假设的前提是尼人与早期现代人在智力水平上没有差异，却呈现出不同的社会网络和社会组织。本文在

讨论尼人与现代人人口与社会交流的基础上，认为现代人复杂的社会组织切割了尼人的生活环境，同时

火山爆发引起了资源短缺，最终导致了尼人在欧洲灭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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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llectual capacity or performance?: A review of cultural elaboration 
differences between Neanderthals and anatomically modern humans

ZHANG M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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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bate about possible differences in cultural elaboration between Neanderthals and 
anatomically modern humans is of long standing. As archaeologists have hoped for a definitive 
answer, two opposite hypotheses have been proposed: intellectual capacity (the Neanderthals did 
not possess cultural elaboration) vs. performance (the Neanderthals did not need a high degree 
of cultural elaboration for their survival). In this paper, I will evaluate each argument in tu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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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pecially focusing on artworks and related symbolic evidence. There are several weaknesses 
in the hypothesis of differential intellectual capacity, especially considering the evidence of the 
genetic contributions of Neanderthals to the modern human gene pool and the abilities reflected 
in the so-called “transitional industries”. Physical evidence for differences in brain structure 
relating to intellectual capacity has not been found. It is necessary to evaluate the hypothesis of 
performance with the assumption that there is no intellectual difference between Neanderthals 
and early anatomically modern humans. I attempt to provide a reasonable explanation based on 
differences in demography and the range of social interactions, which also could explain the 
demise of Neanderthals in Europe.

Key words: the Neanderthals, the anatomically modern humans, intellectual capacity, Paleolithic 
artworks, cultural elaboration

1 前 言

旧石器时代晚期革命是世界普遍现象，伴随着现代人的全球扩散，与当代狩猎采集

者相似的人类行为基本遍布世界各个角落 [1,2]。旧大陆考古材料向旧石器时代晚期的过渡

是世界考古学界的热点问题之一 [3]，近年来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转向了地区研究，尤其是考

察旧石器时代中期的考古材料，强调各个地区人类行为与文化进化的独立性 [4]。中国考古

学者和人类学者也积极参与了这个讨论 [5,6]。本文将对欧洲旧石器时代中期向晚期过渡的

研究做一个简单的述评，尤其关注与文化精致程度有紧密关联的便携艺术品材料，以探索

尼人与现代人行为上的差别，希望对国内同时段类似主题的研究有所启发和帮助。

Gamble 将欧洲旧石器时代中期向晚期的过渡总结为体质、行为和文化三个方面：从

尼人到克罗马农人、从远古的行为到现代的行为、从旧石器时代中期的文化到晚期的文

化 [7]。长期以来，考古学家与人类学家就认识到尼安德特人（简称尼人）和解剖学意义上

的现代人（简称现代人）使用了不同的石器技术。尼人用的是莫斯特技术，即以勒瓦娄哇

产品为代表的石片技术（模式 3），而现代人用的则是奥瑞纳（从棱柱状石核上剥制石叶

的石叶技术，模式 4）及之后的格拉韦丁、梭鲁特、马格德林等技术 [8]。除了石器之外，

还有很多方面均显示出现代人的文化精致程度比尼安德特人高，尤其是个人装饰品、房屋

建造、洞穴艺术和便携艺术品的广泛分布，与此同时出现的还有原料的远距离搬运、标准

化骨器的制作和更为专业化的狩猎 [9]。Mellars 总结了前人的研究结果，并结合当时新发

现的考古材料，认为欧洲从旧石器时代中期向晚期过渡的过程中，呈现出以下特征：1）
石叶技术的提高；2）新型石器的出现，包括精致的刮削器、更为复杂的雕刻器和广泛修

刃的石叶，仔细修理的细小石叶也增多；3）复杂、标准化的骨角象牙器物的出现；4）多

种形制的个人装饰品的出现；5）复杂、精致的具象艺术品的出现，以及抽象装饰主题的

快速传播；6）贸易网络的扩展，尤其是海洋贝壳和优质石器原料的远距离搬运 [10]。

旧石器时代考古学者和古人类学者一直在解释尼人和现代人在文化精致程度的区别，

他们的观点大体上可以总结成两种，一种侧重体质特征与智力水平，另一种侧重社会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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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者可以概括成智力水平的假设，即尼人由于生理或心理原因没能力发展出精致的文化；

后者则是文化表现的假设，即尼人在行为表达中不需要精致程度较高的文化。智力水平假

设是由一系列推理链条形成的，主要观点是大脑结构和神经组织的不同导致了文化的差异，

集中反映在旧石器时代中期至晚期的过渡问题上。早在一百年前，Boule 和 Anthony 就用

大脑额叶的大小作为测量尼人与现代人行为的指标 [11]。Holloway 在 1966 年的一篇论文中

提出，神经重组是人类行为发生变化的原因 [12]。Klein 认为在现代人起源之前，人类进化

更青睐于更大和更为复杂的大脑 [13]: 649。他研究了非洲旧石器时代中期（MSA）和晚期的

（LSA）猎人的狩猎效率，发现后者偏高，并将变化的原因归结为5-4万年前的神经重组 [14,15]。

同时，不少学者将尼人与现代人的文化差异部分归结为二者智力水平的差异。Gibson 认

为复杂神经连接方式的不同导致了文化上的差异 [16-18]，此观点与神经重组假说有相通之处。

Wynn 用皮亚杰的观点分析早期工具制作能力的发展过程，认识到尼人与现代人在石器技

术上的差别 [19-22]。Binford 没有把二者的差别归结为智力差异，但他注意到在旧石器时代

中期和晚期之间存在着“时间深度”和“计划深度”上的差别，认为克罗马农人相比尼人

有更长的时间深度，有更复杂、更多样的工具，它们“就是为直接应对所在的环境设计使

用的”[23-25]。Mithen 则强调两者在“思维模块化”（“mental modularity”）和认知连贯性

（cognitive fluidity）上的差别，认为尼人缺失某些模块，或者模块之间有着不同于现代思

维的联系形态 [26, 27]。最近，Pearce 等人比较了尼人与现代人的眶区和视皮质表面积，提出

二者的大脑是以不同的方式组织的，在生理结构上尼人对脑部除视觉以外部分投入过少，

这可能是尼人灭绝的原因 [28]。

相反，一些考古学者则提出了文化表现假设，即现代人文化的起源与进步（与尼人

相比）并不是由于基因突变导致了认知（智力）水平的提高，而是因为人口的增加和社会

交往范围的扩大。Shennan 是这个观点的主要支持者 [29]。Mellars 和 French 认为单单在人

口数量上的绝对优势就可以解释现代人为何取代了尼人 [30]。Straus 和 Klein（部分观点）

也将区域人口密度视为旧大陆西侧旧石器时代晚期生计转变的主要原因，他们的观点得到

Stiner 研究的支持 [31, 32]。

智力假设明显受到了斯宾塞以来的社会进化论的影响，认为尼人（“他们”）在文化

和社会的发展上低于现代人（“我们”）；同时，按照达尔文的自然演化学说，尼人（Homo 
neanderthalensis）长期以来被视为与现代人（Homo sapiens）不同的物种，并在人类的演化

树上处于旁支。由于智力假设缺乏直接证据，为推理的有效性起见，将之视为零假设（H0），

并将表现假设视为备择假设（H1）。本文在对这两个观点批判性分析的基础上，形成对尼

人与现代人在文化精致程度上差别的认识，作为第二个备择假设（H2），如下所示：

H0：尼人未能发展出精致的艺术品是因为智力水平低

H1：尼人未能发展出精致的艺术品是因为不需要

H2：（本文提出的解释）

本文首先考察智力假设，反思尼人与现代人在体质特征上的差异是否与智力上的差

异具有相关性，随后讨论文化精致化的特征 —— 墓葬、便携艺术品与洞穴艺术。第二步

是检验文化表现假设，主要从人口与交流两个角度审视这个假设。在此基础上提出对尼人

灭绝的解释，强调现代人在社会组织上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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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智力假设的检验

究竟是大脑的进化还是人口及社会交往的增加导致了现代人的进化，并使文化的精

致程度增加，将其文化与尼人和其他的早期智人区分开来呢？十分有必要考查这两个相互

抵触的观点。很明显，欧洲现代人的很多材料是尼人灭绝或正在灭绝时期留下的，在时间

上比尼人要晚。如果尼人没有灭绝，而是作为独立的群体一直活到了晚更新世和全新世，

他们可能会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发展出复杂程度上与现代人相比肩的文化。

先来考查智力假设。如果这个假设成立，那么尼人和现代人在关系到智力水平的体

质特征上应该存在明显的差别。古人类学者和考古学者详细比较了两者骨骼形态（表 1），

指出不论在功能上还是在基因上二者均存在差别 [33, 34][13]:445-462，不过这些差别是普遍意义

上的，没有具体到与智力相关的方面，而且有些特征完全可以解释成尼人对欧洲高纬环境

的适应，如较矮的身材和较短的四肢 [35]。尼人骨骼上的确存在着一些原始特征 [13]:461，让

他们看起来更像是不同于现代人的一个物种，不过最近的研究表明二者之间的差别并非过

去想的那么大。原因有三：首先，尼人的 DNA 对现今欧亚大陆的人类有所贡献，与现代

人不存在生殖隔离 [36]，所以他们并不是人属尼安德特种（Homo neanderthalensis），而是

智人尼安德特亚种（Homo sapiens neanderthalensis）[37]。其次，尽管尼人较大的脑容量可

能是对寒冷环境的代谢适应 [38]，但尼人的脑容量普遍高于现代人是毋庸置疑的事实。第

三，以色列 Kebara 和西班牙 El Sidrón 两个洞穴遗址中发现的尼人的舌骨 [39] 支持尼人具

有语言能力的假说，同时得到了后者人骨中提取出来的语言基因 FOXP2 的佐证 [40]。综合

上述三点可见，与两者智力存在明显差异的观点相反，DNA 和骨骼特征的证据似乎更为

支持尼人的智力水平与现代人相当的观点。晚期尼人体质特征也发生了变化，Condemi 等
人研究了意大利维罗纳 Monti Lessini 遗址中的 Mezzena 下颌骨，指出一些晚期的尼人具

有现代意义的形态学特征，如初期阶段的颏三角（“下巴”）（如 Mezzena、Spy 1、La 
Ferrassie 和 Saint-Césaire）[41]，这些特征的出现很难用自然选择来解释，用古 DNA 学者

提出来的杂交假说进行解释更为合理。

另外，“过渡工业”的发现也支持尼人具有较高智力水平的观点：在法国的

Saint-Cesaire 遗址和以色列的 Qafzeh 与 Skhul 遗址的考古发现打破了在欧洲和近东

表 1  尼人与现代人成年男性体质特征的比较 [13]

Tab.1  Comparison of adult male Neanderthals and modern human (from Klein 2009: Figs. 6.7 and 6.18)
解剖学部位 尼人 现代人

脑颅 长而低 短而宽

鼻孔 宽 窄

臀部与躯干 较宽 较窄

前臂 较短 较长

手骨 极粗壮 不太粗壮

膝关节面 较大 较小

小腿 较短 较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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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前研究中传统的标准等式 ——“尼人 = 莫斯特技术”、“克罗马农人 = 旧石器时

代晚期技术”—— 表明在过渡时期呈现出马赛克（镶嵌）的模式，而不是单一的快

速替代 [42]。La Grotte du Renne 遗址出土了过渡时期沙特佩龙工业（Châtelperronian）
丰富的材料，尼人的耳骨与石叶技术共存，表明尼人学习了现代人的石器技术，也为

向旧石器时代晚期过渡的马赛克论点提供了佐证。

综合以上观点，化石和考古材料表明在过渡时期尼人的杂交和文化同化都发生了，

他们不管是在体质上还是在文化上都不是停滞不前、没有发展空间的，因此智力假设得不

到古人类学和旧石器考古学的支持。

智力假设中还有个悬而未决的难题：从直接证据中很难证实尼人与现代人存在智力差

异。科学家们至今仍然对大脑的结构知之甚少，而大脑结构正是研究智力水平的钥匙。虽

然尼人的脑容量高于现代人，但是我们既不能断言尼人比现代人聪明、有能力创造出比现

代人更为精致的文化；也不能断言尼人比现代人笨，创造不出精致文化。Pearce 等人在视

觉能力与大脑的视觉系统之间建立了一个假设性的关联，认为尼人和现代人的大脑是以不

同的方式组织起来的，尼人由于在视觉和躯干神经上投入过多而导致大脑的其他部位发展

较差 [28]。不过，本文认为他们的看法值得商榷。高度发达的视觉系统并不一定导致大脑组

织形态的变化而阻碍其他部位的发展。即使他们的观点（其他部位发展较差）是正确的，

视觉和躯干神经高度发达的尼人不见得智力水平会比现代人低。比如，当代从事一些职业

的人，如海滩救生员和运动员视觉和躯干神经就比平常人要高，但智力水平并没有受到影响。

除了上文提到的体质人类学上的证据，文化精致化方面的特征 —— 墓葬、便携艺术

品和洞穴艺术 —— 也对智力假设提出了挑战。如果说原始的智力水平难以发展出精致的

文化，尤其是非实用的人工制品，那么尼人应该没有利用外在符号标识的象征行为。可是

正如下文所述，尽管有些遗存可能由自然营力导致的，但确实有些材料表明尼人有可能具

有发展复杂的精致文化的能力。

1）埋葬行为 考古学者已经在欧洲和西亚发现并发掘了一些尼人的墓葬，包括意大利

西部的 Circeo、法国的 La Chapelle-aux-Saints、La Ferrassie、Regourdou、Roc de Marsal、
Le Moustier 和 Pech de l’Azé、比利时的 Spy、以色列的 Amud、Tabūn、Skhūl 和 Qafzeh，
以及伊拉克的 Shanidar[43][13]:375。Monte Circeo发现的Grotta Guattari“墓葬”被认为是“仪式”

放置 [44]，但新的研究认为更可能源于食肉类的活动 [45]。在 Shanidar 洞穴遗址的莫斯特层

发现的 Shanidar IV 尼人骨架与大量的花粉共存，这些花粉至少代表八种植物。这种共存

关系可以解释为药师或萨满躺在花床中 [46]，但是自然扰动过程，如啮齿类的活动，也可

以产生类似的结果 [47][48]:193。尽管有学者质疑了与象征行为相关联的考古材料，但总体而言，

尼人的埋葬行为是可以得到确认的。

2）乐器、便携艺术品与个人装饰品 考古学者对尼人是否有乐器仍然有很多争论。

比如，斯洛文尼亚阿尔卑斯山脚下的 Divje Babe 1 号洞穴的莫斯特地层中出土了一件类

似骨笛的器物，经鉴定来自一只年幼洞熊的股骨骨干 [49]，d’Errico 等认为不是骨笛 [50,51]，

Chase 和 Nowell 指出它其实是经过洞熊或其他食肉动物啃咬而侥幸留下来的遗物 [52,53]。

根据 Klein 的统计结果，至 2009 年，在莫斯特和非洲旧石器时代中期遗址中鉴别出来的

艺术品和个人装饰品已有 20 件 [13]:530-531，但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数量依旧有天壤之别。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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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Paul Mellars 的话说，“这些物品的分散和孤立的发现……，很难将这种象征性表达视

为尼人行为中真实行为的组成部分”[10]。综合以上看法，虽然目前此类物品的发现较为零

星，但可以断言尼人的确制作了一些便携艺术品与个人装饰品，虽然可能没有承载过多的

象征意义。

3）洞穴艺术 不论在美学上还是在象征信息的承载上，洞穴艺术一直被看作现代人的

重大发明 [54]。然而最近对西班牙北部 11 个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岩画的铀系测年结果可能

推翻此观点：所测最早年代落在过渡时期，表明这些洞穴艺术有可能是尼人画的 [55]。

虽然在墓葬、便携艺术品和洞穴艺术三个方面均存在着质疑和争论，但是尼人使用

赭石的证据是确切无疑的，尤其是在 6-4 万年前之间发现了确凿的证据，荷兰 Maastricht-
Belvédère 遗址发现的赭石甚至可以推到至少 20 万到 25 万年前，正是现代人的祖先在

中更新世活动的时期 [56]。同时代的非洲人所使用的技术被归到非洲石器时代中期（the 
Middle Stone Age），有很多现代人行为的证据，包括石叶、细石器、抛光骨器、绘有图

案的石板、珠子、穿孔贝壳以及刻划符号 [57,58]。既然尼人是现代人的亚种，我们就没有任

何理由质疑他们的智力水平与同时代的非洲人（现代人的早期阶段）有任何差别，更何况

欧洲过渡工业也显示出尼人具有从现代人那里学习技术的能力。

虽然迄今为止与尼人现代行为相关的材料不多，有一些也受到了学术界的质疑，但

考古材料的确表明尼人应该具有和现代人相似的智力水平。而且，考古学者对尼人的学习

能力和文化适应方面基本保持了肯定态度，如 d’Errico 和 Zilhão 认为尼人发展出了独立的

适应方式 [59-61]，Mellars 认为尼人文化发生了与现代人的同化 [10]，Straus 的观点最为激进，

认为尼人在过渡时期具有发展技术、社会组织与意识形态的能力 [62]。尽管这三个假设互

相有些冲突，但都排除或尽力淡化了尼人和现代人的智力差异，无一例外地支持尼人不太

需要精致文化的观点，即下文讨论的“表现假设”。

3 艺术品、象征行为与社会大脑

艺术品与认知能力直接紧密相连，使之成为检验智力假设的最合适的材料。通过研

究艺术品，我们也可以探索与文化表现假设相关的因素，如人口、交流和身份认同。相对

于其他类别的遗存，如石器和骨器，艺术品（包括便携艺术品与洞穴艺术）更适合探讨这

个问题，因为它们更能反映丰富的社会生活与意识形态的信息。

尼人与旧石器时代晚期丰富的材料相比，旧石器时代中期发现的带有艺术和审美意

义的非实用品数量极低 [63]。绝大部分是用骨头或猛犸象牙制作的，有穿孔或刻划的痕迹，

还有的附着了赭石颜料 [13]:530-1。另外，在法国的 La Ferrassie 遗址的墓葬中发现了一大块

石灰石，上面有人工加工的小凹坑 [64]。在过渡时期，Grotte du Renne 的 Arcy-sur-Cure 遗

址的沙特佩龙层中出土了总数高达 142 件的经过加工的遗物，除了标枪头、锥、针、抛光

器和各种形制的棍棒外，还发现了经过雕刻的环状物和鸟骨的管状横断面，以及 36 件用

穿孔的动物牙齿做成的个人装饰品 [51]。然而，由于这个遗址中的地层可能存在着混杂现象，

所发现的这些加工遗物不一定属于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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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人与层位关系模糊不清的尼人的艺术品相比，现代人制作便携艺术品的证据是

确定无疑的，而且比尼人的艺术品的分布范围要大得多。比如，象牙小雕像在德国西南

部 Vogelherd、Hohlenstein-Stadel、Geißenklösterle 和 Hohle Fels 遗址和奥地利 Galgenberg 

Hill 遗址的奥瑞纳地层中均有发现，年代测到 32-34 ka BP[65,66][13]: 684-695。所有的小雕像中，

最有名的是 Hohlenstein-Stadel 的“狮人”[13]:689，以及 Hohle Fels[67] 和 Galgenberg 的“维

纳斯”[13]:690。旧石器时代晚期偏晚阶段的小雕像发现更多。格拉维特（Gravettian）时期（约

28-21 ka BP），人形小雕塑（尤其是“维纳斯”）在欧洲很多地方均有分布，并且形制各

不相同 [13:691]。马格德林（约 17-11 ka BP）的艺术品不论在设计还是在数量上都达了旧石器

时代的顶峰，也被称为旧石器时代晚期的“象征爆发”（“symbolic explosion”）[68]。除了便

携艺术品，现代人在旧石器时代晚期还创造了绚丽的洞穴艺术，尤其是在 Franco-Cantabrian

地区，奥瑞纳时期的壁画遗址包括 Grotte Chauvet, la Croze a Gontran 和 Blanchard, 

Castanet, Cellier, Belcayre, La Ferrassie, El Castillo, El Conde, La Viña, Cueto de la Mina, 

Hornos de la Pena, El Pendo, Oso/Morin 和 El Otero[13]:686,[66][69]:321,[70]:167-193。

学界尽管对于象征行为何时在欧洲出现的问题有很长时间的争论，但一般来说依然

将之视为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特征。根据 Marshack 的研究 [71]，欧亚大陆象征系统早在莫斯

特之时就已出现，旧石器时代中期向晚期的过渡之中象征行为具有连续性。而 Chase 和

Dibble 认为旧石器时代晚期之前的文化是“古文化”（“paleocultural”），欧亚大陆旧石

器时代中期并没有多少表明象征行为存在的证据 [72,73]。Lindly 和 Clark 提出了一个更为极

端的观点，认为象征行为旧石器时代晚期才出现，既有证据不能与人属建立确切的关联 [74]。

所以，根据目前的研究，象征行为在欧洲可能开始于莫斯特、盛行于奥瑞纳及其之后，但

我们不能就此建立它和体质特征或智力水平之间确定的联系，我们可以考虑将考察重点放

在人口和社会交流方面。

Gamble、Gowlett 和 Dunbar 提出了社会大脑假说，十分支持文化表现假设 [75, 76]。他

们认为与早期人类相比，较大的脑容量对社会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丰富的情绪有利于更

好的社会合作。这个大脑和社会合作的关系模型很好地解释了脑容量在人类进化过程中为

何呈现出增大的趋势。尼人的脑容量比现代人还大一些，这个事实可能支持尼人与现代人

相似，都有创造出复杂的、精致的文化的能力。社会大脑假说给我们的另一个启示是，作

为社会性动物，人类需要将更多个体和较小的人群融入到更大的社会中，这种社会需要导

致了文化和生物意义上的进化。这个观点强调的是人类进化中社会组织进化的“需要”， 

人口增加和社交网络的扩展造成了文化的精致化。

另外，我们完全可以认为尼人和现代人的艺术品表达的是不同的主题，两者之间的

差异主要是由文化表现的需求造成的。这样看来，把艺术品的差异归结为智力水平的差别

就显得十分武断了。如果 Arcy-sur-Cure 遗址中沙特佩龙地层中出土的带有刻划痕迹的骨

头和象牙的确是尼人的艺术品，他们与现代人的区别仅仅在于便携艺术品的不同主题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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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对文化表现假设的检验

如前文所述，尼人与现代人文化精致程度的差异可能主要源于他们的知识领域不同，

比如尼人的知识更多是关于石器制作方面的，并非他们的智力水平不同。以前关于智力水

平的观点多少都会建立在对现代人“现代性”的预设之上，仅仅因为现代人是“我们”这

个物种（在欧洲是克罗马农人），而将尼人视为“他们”[7:268]；作为与我们不同的物种，

尼人在现代人进入欧洲之后就灭绝了，所以他们（甚至它们）不管在智力上还是在文化上

应该处在进化序列的较低位置。在一两个“过渡工业”被确认为尼人的遗存之后，他们的

语言基因和舌骨也被发现了，科学家也发现尼人对现在的人类有基因上的贡献，所以尼人

在生物分类学中的定位发生了变化，成为了智人的一个亚种。尼人与现代人之间的差别成

为不同“种族”或人群之间的差别。现代世界的生活经验告诉我们，不同的人群、种族和

民族之间并不存在智力上的明显差别，但是他们在文化精致程度和文化表现方面有着相当

大的差异。尽管生活在世界最遥远角落的狩猎采集者的孩子对工业社会一无所知，但经历

过数年的学校生活后，他们可以获得与生活在“当代”社会中的人们相同的知识和思维方

式，同样，他们也能创造出精致程度相当的文化。这个过程被称为文化同化（acculturation），
在过渡时期尼人遇到现代人之后也可能发生了同样的过程 [10]。

假设尼人和现代人的智力水平没有显著差别，他们在文化精致程度方面的差异可以通过

表现假设来回答——现代人较多的人口和社会交流导致了与尼人相比更为精致的物质文化。

4.1 人口

Shennan 的论文为研究现代人文化精致化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 [29]。在进化论的框

架下，他援引了 Ambrose 的观点 [77]，建立了一个模型用来探讨人口和技术创新的关系，

观点是人口的增长和交流范围的扩大引起了技术创新（图 1）。首先，他描绘了史前非洲

人口的轨迹，包括在 10 万年之前的增长，也包括在 MIS4（距今 7-6 万年）人口的减少与

斑块化分布。在几个气候危机之后人口快速增长，这一增长正值非洲和欧洲旧石器时代中

期向晚期过渡时期。Shennan 得出的结论是随着 MIS4 的结束，人口的增长引发了技术与

文化创新，进一步引发了人类适应度和文化吸引度的跃升。这里的文化创新包括用于有效

狩猎和渔猎的工具，如石叶和复杂骨器。非洲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人类在攫取动物资源方面

更加有效率，这使得他们的人口密度高于旧石器时代中期的人口。因此，人口增长与技术

创新成为一个因果链条，在正反馈中互相促进。在 Shennan 的模型中，没有谈及任何有关

人类智力水平快速增长的信息，不需要神经重组方面的解释。

Shennan 的模型可以用来解释尼人和现代人文化精致程度的差异。文化的精致化可以

理解为一组技术创新。假设在现代人进入欧洲之前二者的智力水平没有显著差别，从非洲

迁徙过来的愈来愈多的现代人是否有潜力占据整个被尼人盘踞了近 30 万年的大陆呢？使

用 Shennan 的模型，最好能估计出尼人的数量与密度，以便于和现代人的家乡 —— 非洲

进行比较。可惜的是，不管是化石的发现还是莫斯特及过渡时期遗址的发现都是零星的，

外加埋藏学的原因，我们很难估计出尼人的数量与人口密度。不过，我们可以用代用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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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比较尼人与现代人的密度。根据在法国西南部佩里戈尔地区的研究，旧石器时代晚期考

古遗址的数量远远高于旧石器时代中期（莫斯特）外加过渡工业（沙特佩龙）的数量 [78]。

如果佩里戈尔在遗址数量方面能反映出整个欧洲的变化，以及遗址的数量与人口规模至

少粗略地呈现出相关性，那么可以认为现代人的人口数量要比尼人高很多。Mellars 和
French 在详细比较了中期与晚期早段的材料，包括遗址的总量、遗址占据的总体强度（包

括石器与动物遗存）和遗址总体空间范围，得出的结论是在尼人向现代人过渡期间，在法

国西南部甚至可能整个西欧人口数量与密度都增加了 [30]。现代人（与奥瑞纳和原奥瑞纳

工业相关联）和尼人（与阿舍利传统的莫斯特和沙特佩龙工业相关联）高达十倍左右的人

口差别可能在前者取代后者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需要注意的是现代人的人口增长仅仅是一个有待于证实的假说。支持这个假说的两

条证据都需要进一步阐明。第一条证据是尼人 DNA 的分异程度低于现代人，由此产生的

推论是现代人的人口规模要大于尼人 [79-81]。由于埋藏学和时段差别，尼人的 DNA 数据建

立在十分小的标本量基础上，比可用的现代人标本量要小得多，更何况旧石器时代晚期最

早阶段的人骨材料严重缺乏，例如在 “ 冰河时期的欧洲人群历史 ” 一文所用的 51 个现代

人 DNA 样本中，处于奥瑞纳文化的人骨标本只有一例 [82]，所以根据现有材料得出的结论

是否能够反映出尼人与现代人相遇时 DNA 的总体情况并不确定。第二条证据是 White、
Mellars 和 French 所用的代用指标。利用代用指标来研究人口和行为状况其实包含以下两

个预设。第一个预设是尼人和现代人从事了相似的活动。尽管尼人可能是有效的狩猎者 [83]，

遗址利用的复杂程度和频率可能和现代人不同。如果现代人的活动和遗址功能远远比尼人

的复杂，那么两者之间遗址密度和分布的差异反映的是不同的栖居策略，而不是人口分布

状况。第二个预设是尼人和现代人留下的遗址的发现概率相同。由于年代较早和埋藏学的

原因，尼人的遗址更易于遭到破坏，而且埋藏较深使之较难被发现。

尽管如此，现代人人口的增加还是得到了其他证据的支持。旧石器时代晚期比中期

要短得多，但是就在这几万年间，现代人几乎扩散到了地球上除了南极洲和一些太平洋岛

图 1 第四纪晚期现代人的有效人口规模 [77]

Fig. 1 Effective modern human population size through the late Quaternary (Ambrose 1998: Figure 5b)
图例 Toba：苏门答腊岛多巴火山爆发；MSA/LSA MP/UP：非洲与欧洲的旧石器时代中期 / 晚期界限；LGM：末次盛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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屿之外的所有大洲。以末次盛冰期结束时的人口迁徙为例，使用马格德林技术的现代人迅

速重新回到欧洲北部，从侧面反映出在南部的避难所地带确实存在着很高的人口压力。同

一时期，携带着细石叶技术的现代人开始迅速重新殖民西伯利亚 [84]，跨越白令陆桥进入

北美 [85]。由此可以看出，现代人的扩散与尼人和早期人类有着显著的不同。与旧石器时

代晚期之前的尼人和其他古人类相比，现代人用单位面积资源承载力养活了更多的人口，

更容易产生人口压力。

另外，Shennan 的模型也可以用来解释尼人的象征行为。由于人口密度和远距离社会

交往密度低，地区族群也有更高的灭绝风险，很多“现代的”发明（如石叶技术、艺术、

装饰品和埋葬行为）不能有效扩散 [86]。他们很难发展出像现代人那样稳定的扩展网络，

也就没有必要大量使用象征资源来标识地区风格和族群领地 [87]。在人口密度低的情况下，

文化创新也会减少 [88]，即使出现了也很容易失传，有些时候文化创新随着这些游群在当

地灭绝了，导致艺术品的发现很零星。

4.2 社会交流

社会交流的增加是人口增长的结果之一。分散 - 聚合模型是社会交流模型之一，是

建立在民族学的研究之上的，经典研究包括 Richard Lee[89-91] 和 John Yellen[92] 对卡拉哈里

沙漠中 !Kung San 的研究。分散是一大群人分裂成几个小组，而聚合则是小组重新组织成

一大群人。分散 — 聚合可以应对季节性食物短缺造成的困难 [93]，也可以增强人与人之间

的联系 [7]。Lee 将仪式视为把人们聚集在一起的重要因素 [89,91]。

众所周知，从考古遗存中是无法直接观察到狩猎采集者的分散 — 聚集策略的。考古学

者需要在考古材料中找到代用指标，根据民族考古学的类比来对史前人类的行为做出推理。

与聚集行为相关的考古遗存包括便携艺术品、洞穴艺术与原材料交换。我们可以从这三个方

面比较尼人与现代人的遗址。假设目前发现的考古材料足以反映出二者的真实差异，现代

人的社会交往应该会比尼人更为频繁，分布范围更为广阔。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现代人的便

携艺术品的设计相对复杂，并且带有明确的象征信息，比如 Hohlestein-Stadel 的“狮人”和

Hohle Fels 的“维纳斯”。这些艺术品可能含有仪式方面的信息，是 Lee 提到的与聚集十分

相关的因素。含有洞穴艺术的遗址与狩猎采集者在某一时间的聚集行为有所关联，比如西班

牙北部的 Altamira 洞穴遗址是马格德林时期人口反复聚集的场所 [94]。除了 Altamira 洞穴，在

Franco-Cantabrian 地区还有很多其他绘有壁画的洞穴遗址。Chauvet 洞穴是其中之一，在奥瑞

纳时期成为了人们聚集的场所。另外，我们可以对尼人和现代人原料搬运的平均最大距离进

行比较，将之作为代用指标，进而研究二者社交网络的区别。根据 Féblot-Augustins的研究 [95]，

在欧洲的西南部、西北部和中北部，石器原料搬运的平均最大距离在旧石器时代中期与晚期

的遗址中差别明显，从中期晚段的 50-60 km 增加到晚期的 120 km。在旧石器时代中期，绝

大部分石料是从 20 公里之内运来的，一些是从 5-20 km 的地方运来，而只有低于 5% 的来自

20 km 以外的地方 [63, 96]。与之相比，在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奥瑞纳时期，采自 200-300 km 或更

远的地方的石料和贝壳经常出现在考古遗址中 [64, 97]。强化的社交网络是建立在高密度的人口

基础上的，也加速了旧石器时代晚期语言和象征行为的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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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对两个假设的反思

通过以上的述评，本文基本否定了智力水平假设，而更为支持文化表现的假设。然

而，我们要注意到，对前者的否定仅仅建立在对目前考古材料的保守推理基础上。就知识

的积累和认识的过程而言，对未知领域的探索和确认可能会推翻目前的一些确定认识。在

考古学史上，Altamira 洞穴史前岩画的真实性直到 1902 年步日耶和 Cartailhac 的造访才得

以确认，而那时岩画的发现者 Sanz de Sautuola 在备受造假质疑中已去世了 14 年 [70]。不过，

任何后来成为确定性知识的观点都需要接受科学共同体的检验，尤其在逻辑和推理方面，

只有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才能形成范式的转变 [98]。在未来的几十年，支持智力水平假设

的材料可能会越来越多，这就需要在那时建立崭新的框架解释更多的新材料。

随着对脑神经科学与（体质 + 文化）共同进化（coevolution）研究的深入，对工作记

忆（working memory）的研究成为理解人类进化和考古遗存的新角度。不可否认的是，人

类进化过程中脑容量确实增加了，智力水平确实也增长了，问题在于智力增长的方式究竟

是逐渐增长的还是跃迁的。古人类学家还未能给出答案，我们只能根据技术创新、语言和

社会组织能力的进展推测出神经系统的变化。Mithen 曾借助“思维模块”的概念解释尼

人为何在某些领域如狩猎与工具制造方面非常聪明，而在另外的方面如物质符号与新技术

的革新方面无能，他的解释是尼人与现代人相比缺少特定的思维模块，或者模块之间有着

不同于现代思维的联系形态 [27]。Stanley Ambrose 借助于大脑内侧前额叶皮质与工作记忆

之间的关系，建立了认知的进化对长远策略规划（long-range strategic planning）的影响，

第一步是执行复杂次序的行动，如多部件人工制品的制作；第二步是通过信息的分享提

升规划性，这需要在互信与合作的基础上建立起扩展的区域社会互动网络 [99]。此观点与

Binford 和 Gamble 的观点类似 [87]，将人类的认知进化、计划深度与社交网络结合起来理

解现代人文化精致化产生的原因。

由此看来，人类文化精致化的起源与发展过程是复杂的，涉及到人类体质、智力、

行为和能动性等各个方面。目前的研究仅停留在了某一因素对文化精致化的关联上面，远

远没有建立因果链条。根据人类进化研究的整体框架，我们至少可以从两个角度探索这个

问题。第一个角度是从古人类学出发，由下到上地建立体质 — 智力 — 知识获取的生物学

链条，从化石材料中结合脑科学、神经科学和进化心理学研究长时段的人类智力演化。第

二个角度则是从狩猎采集者人类学出发，由上而下地建立人类社会组织、社会决策和物质

文化表现之间的关系，通过研究有关社交网络、能动性的考古材料，分析人口和社会交流

在文化精致化中扮演的角色。

6 解释尼人的灭绝

既然目前的考古和人类学材料不能充分支持智力假设，同时很难反驳表现假设，这

意味着考古推理应侧重对保存下来的考古材料进行合理的解释，而非陷入到无法探知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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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证伪的尼人智力和思维水平命题上。对于尼人灭绝和被现代人取代的问题，我们可以

从人口和社会交流的角度进行考查，它们可以部分地反映在文化的精致程度上。学者们对

于尼人的灭绝问题提出了几个假设，包括火山爆发 [100]、营养状况 [101] 等，都与人口有所

关联。从最早占据欧洲的海德堡人时代开始，尼人通过长期的演化，早已发展出了对冰进—
冰退交替的高纬环境的适应策略，他们的体质特征（包括大脑）和演化轨迹也随之变化 [28]。

根据稳定同位素分析，尼人的饮食很特化，集中在大中型陆生食草动物上，相比之下现代

人的饮食多样性要高很多，这是在中低纬地区形成的适应 [102,103]。这个区别赋予了现代人

在生计与繁殖上的优势，主要体现在更多的关键营养摄入来源和较低的孕妇和婴幼儿死亡

率，并可能成为了取代尼人的主要原因之一 [103]。

在约四万年前（校正年代），在意大利发生了一次巨大的火山喷发，称为坎潘期熔

结凝灰岩喷发（Campanian Ignimbrite eruption），在 Castelcivita 洞穴（意大利南部）、

Temnata 洞穴（保加利亚）与 Kostenki-Borshchevo 地区（俄罗斯平原）等地中海沿岸与欧

洲东部均发现了这次喷发的火山灰 [102]。这一事件与尼人开始衰退与现代人旧石器时代晚

期早段的创新在时间上吻合。根据模拟研究，Black 等人发现，仅仅此次火山喷发不足以

解释尼人的灭绝，然而在喷发后几年内气候显著变冷可能对尼人与现代人的日常生活产生

了不小的影响 [104]。很显然，大规模的火山喷发对两个人群的生存而言都是不利因素，因

为这降低了地表生产力，影响了欧洲南部与东部的生态环境，并降低了资源的可预测性。

问题在于面对突然到来的危机，尼人与现代人的体质都没有足够的时间发生变化来适应新

的环境，只能取决于是否有能力根据自身的知识与技术储备来应对。Gamble 认为尼人社

会缺乏克罗马农人具有的扩展网络，人与物无法分离，人与人的交流依赖于面对面 [81]，

所以社会交流局限在血缘与相对小的地域范围内。与尼人不同，更为紧密的社会交流是现

代人应对生计困难尤其是食物短缺的优势。广泛分布的旧石器时代晚期艺术不仅仅为现代

人提供了社会边界 [105]，也加强了各个游群之间的社会联系，人们不需面对面就可以交流。

合作是降低风险和危机的有效手段，而跨区域的合作需要依赖于象征的扩展网络。虽然在

尼人的遗存中发现了一些便携艺术品，但是它们没有广泛分布在整个欧洲，与旧石器时代

晚期现代人的艺术品相比欠缺明确的象征意义，比如格拉韦丁的艺术品尤其是女性小雕像

和刻划艺术品存在着不同的风格和设计 [13]:Fig.7.25；在马格德林的艺术品中可以区分出来当

地和区域的风格。尼人稀薄并且不稳定的人口是对欧洲高纬地区不稳定气候和地理环境斑

块化的适应，但在此同时，他们的创造力受到了人口瓶颈的影响，制约了技术创新 [88]。

相比之下，现代人则沿用了走出非洲前借助于物质参与的联系紧密的社会组织，早在坎潘

期熔结凝灰岩喷发时期就显出了对尼人“现代化”的竞争优势，不像尼人那样因为无法应

对周遭变化太快的世界而灭绝 [29]。

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出，现代人通过更高的人口规模和密度取得了社会组织方面

的优势。尽管有证据表明尼人有语言和象征行为的能力，但是与具有更精致文化的来自非

洲的现代人相比，他们的复杂性还是偏低的。需要注意的是，现代人取代尼人完全是无意

识的，他们根本就对欧洲的地理状况没有任何的了解，更何况尼人的分布了。将现代人进

入欧洲设想为有计划地征服尼人和占领他们的领地（尤其是欧洲）更是无稽之谈，因为这

个取代发生在 5000-10000 年间（45ka-35ka BP）[106]，到 27000 年前体质意义上的尼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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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消失 [107]。现代人在欧洲的扩散有很多路径 [106]，将尼人分割在相互孤立的有限空间内，

破坏了他们在几十万年时间内（甚至可以追溯到其前身海德堡人）对环境剧烈变动的高纬

地区的人口适应方式。有的游群在当地灭绝了，有的被同化进现代人的基因库和文化库中，

虽有地区差异，但贡献比例总体很低 [108,109]。

7 结 论

学术界对尼人和现代人文化精致程度的差异已经争论了几十年，究竟是智力水平还

是文化表现导致了这些差异？所有的争论都建立在人类体质进化与文化进化的关系上。根

据目前的考古和人类学材料，我们无法完全证实或完全反对其中任何一个假设。毋庸置疑，

体质进化与文化进化在人类漫长的进化中相辅相成，但是问题在于怎样构建这个过程，尤

其是在旧石器时代中期向晚期的过渡时期构建出尼人的社会组织、对所处景观的利用和对

变化中的世界的认识。另外，在这两个进化之间存在着很多假设，包括大脑结构和智力的

关系、智力和学习能力的关系、学习能力和文化表现的关系。本文首先否定了尼人与现代

人体质差异与智力水平之间的直接关联，认为尼人未能发展出精致的艺术品并不是因为智

力水平低（H0）；之后评论了“尼人未能发展出精致的艺术品是因为不需要”的观点（备

择假设 H1），认为就目前的材料而言这种推理更为合理。在此基础上，本文重点论述了

现代人在人口水平与社会交流方面所具有的优势，作为备择假设 H2 提出尼人由于体质和

行为的特化，无法在短时间内应对周围变化过快的世界，在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双重恶

化中收缩到欧洲西南部，最终在体质意义上（而非基因意义上）的灭绝。

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精致化仍然是世界史前学界与古人类学界的重要研究课题。

随着考古材料，尤其是欧洲旧石器时代中期（Middle Paleolithic）尼人和非洲中期石器时代

（Middle Stone Age）早期智人具有象征意义的艺术品发现的增多，现有的观点会遇到更多

的挑战，新观点、新角度和新方法也会被学界提出与采用，议题也会扩展到“文化现代性”

的全球研究。世界其他地区（包括东亚）随着考古材料发现的增多与研究的深入，也逐渐

参与到这场论战之中。我国近几年涉及到现代人扩散和现代人行为的考古材料逐渐增多 [110,5]，

也逐渐会接触到类似欧洲考古的这类问题，解释晚期直立人和早期智人文化精致程度与晚

期智人的差别。在探究的过程中，我们应该一方面关注考古材料本身，包括原料对技术的

限制、与象征行为相关的考古材料的形成过程（如自然原因），以及制作石器、骨器和艺

术品的技术组织；另一方面要关注导致精致文化的人类组织形态，包括狩猎采集者的聚集

行为、信息交换和社交网络。简言之，我们既需要研究导致人工制品形制、功能和风格差

异的要素，也需要在文化系统的运作中考察文化精致化背后的资源和行为。在充分吸取欧

洲几十年来研究经验的同时，我们更应该反思他们的失误，避免武断地把现代人的遗存与

之前的遗存对立起来，只从人种的角度进行解释，同时也要避免过度强调文化的连续性。

这些正是欧洲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界在人类演化和文化现代性等方面的研究给我们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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